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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体制、地方征税努力与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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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征税努力、资本流动与环

境污染模型，分析在分权体制下，地区竞争、征税努力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此基础上，

利用中国 2003年至 2010年 27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

为吸引资本流入会降低征税努力度，提高征税努力可以减少污染排放总量。为增长而竞争

带来了为增长而污染，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带来了政府主导型的普遍污染。本文认

为，当前降低污染排放量、提升环境质量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革现有的财政体

制，将污染控制纳入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中，建立市场化的减排激励，实行更严格的环保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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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令世人瞩目。与此同时，环境

问题也日益突出。2013年，中国全国废水排放总量达 695.4亿吨，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

达到 2043.9万吨，烟（粉）尘排放量为 1278.1万吨。①
中国是全球 21个贫水国之一，然

而 2012年七大水系的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国控断面比例平均竟达到 39.2%。②
中国也是

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最大的 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 1%的城市达到了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 10个城市之中，中国占了 7个。
③
若以 PM10来衡量一个地区的雾霾污染，全球污染最严重的 20个城市中我国就有 12个

（World Bank，2007），雾霾已经成为众多城市的常客。

目前关于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中，有学者从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的影响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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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发，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环境联邦主义认为地方政府分权监管环境会

产生向底层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竞次”现象，促使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监管标准，

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相比污染利益集团，环境保护者在全国层面上比在地方层面上更容易

获取充分的资源来实施有效的保护政策（Kunce和 Shogren，2007）。而支持环境保护分权

的学者认为，由于在地理位置、发展水平、环境质量偏好等方面各地区存在巨大的差异，

分权化的环境政策制定有潜在的福利增进。相比各个地区追求自己最优的环境政策，中央

政府统一制定的方法会造成福利的损失（Saveyn et al., 2006）。环境联邦主义分权与集权之

争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分权是否会导致地方政府出现“竞次”现象，从而最终导致环境

的恶化。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政治

上的集权、经济上的分权”。蔡昉等（2008）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式经济发展模

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环境作为具有显著外部

性的公共物品，地方政府很少有动力去关注他们的不作为给本地与周边区域强加的污染成

本问题。Wu et al.（2012）的研究表明，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并不能增加官员被提拔的机会，

因此地方领导人没有动力去保护环境，更不会把环境保护放在发展的第一要位（Zheng et

al., 2013）。Jia（2013）的研究显示，我国官员的晋升机制会使领导人为了降低成本而更加

倾向于选择低技术、高污染的企业，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存在关联（老乡、校友、

曾一起共事）的官员会更倾向于加重污染。显然，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导致了政府引致型的

污染。

地区间的引资竞争会对地方政府的税收征收行为带来很大的影响，进而会对本地及其

他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水平产生影响。中国现行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已成为关注的焦

点，但从地方政府税收征收努力度的角度分析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还很少。本文通过结合

我国的实际国情，从地方政府的税收征收行为入手，解释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讨论中

国当前财政体制与官员晋升机制可行的改革方向。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理论模型，引出本文的理论命题；第三部分为计量

模型的设定、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的说明；第四部分是基于中国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

的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本文主要结论及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

Oates和 Schwab在 1988年开创性的建立了考虑到资本流动及资本流动外部性等问题

的税收竞争模型。Keen和 Kotsogiannis（2002）在考虑到由于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存在横

向外部性和纵向外部性的情况下，分析了财政联邦对税率的影响，并发现横向与纵向外部

性严重依赖于资本供给弹性。之后，Ogawa和Wildasin（2009）在 Oates和 Schwab（1988）

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环境问题，分析了地区间分权决策下“坏”公共物品的溢出问

题。Eichner和 Runkel（2012）将 Keen和 Kotsogiannis（2002）与 Ogawa和Wildasin（2009）

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深化，强调了资本供给弹性的重要性。他们的模型刻画的是在美国式的

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的运行机制，美国式财政联邦制中联邦和地方政府各自拥有独立的税

权，无论是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税收竞争还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税收竞争，税率是竞争

的策略性变量。而在我国，地方政府仅仅拥有有限的税收征管权，税率是由中央政府统一

设定的，整个税制可抽象为一个税收比例分成体制（汤玉刚、苑程浩，2010）。因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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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征税努力度”才是地方政府之间税收的策略性工具。

本文在 K-K（2002）的基础上，借鉴 O-W（2009）与 E-R（2012）的研究思路，结合

中国的实际国情，通过构建包含生产者、消费者、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四个部门的一般均

衡模型，刻画在中国式的地区竞争背景下，地方政府税收征收行为对当地投资水平与环境

污染产生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溢出效应。以下是具体的理论模型：

（一）生产者行为

假定全国共有 n个相同的地区，在 i地区，一个代表性的企业使用 ki单位的资本，生
产 f(ki)单位的产出，价格单位化为 1。产出函数单调递增，并且是凹的，即 fik>0>fikk。

假定资本在地区间流动是无成本的，税后净收益率为 ，中央制定的统一法定名义税
率为 T，各地区地方政府的税收征收努力程度定义为 ti（0,1]，则 iT t 反映的是一个地区

征收的实际税率。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横向竞争会倾向于降低地方政府的税收征收努力程

度。i地区企业的税后收益为：

( ) ( ) ( + )i i ik i i i if k f k f k T t k        （1）

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ik if T t    （2）

（二）消费者行为

采用 Keen和 Kotsogiannis（2002）模型的假设，每个地区代表性消费者生命为两期，

第一期有初始禀赋 k，一部分用于消费 2
iC ，剩余作为储蓄用于下期投资，即

2
i is k C  。

第二期，消费者获得资本收益 ( 1) is   ,及生产组织的税后利润 (1 )i i  ，其中 i  [0,1]

是 i地区地方政府对厂商利润 i 提取的租金比例，本文模型中中央不提取租金。①

i地区居民的效用水平还受到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 ig 、G和当地污染
程度 ie 的影响，i地区消费者的效应函数采用拟线性效用函数的形式：

2 2 2 2( , , , , ) ( ) ( , , )i i i i i i i i iu U C C g G e U C C g G e   

( 1) (1 ) ( , , )ik s
i i i i iln s g G e          （3）

其中 0U   ， e0 0 0g G    ， ， ，且 U是严格凹函数。

由（2）式推出
2

1
( ) 0

(1 )
S 


  


，由于资本供给弹性  = s

s
 
，与 ( )S  具有相同

的变动方向，且若 ( ) 0S   则  =0，为计算方便，本文在后面的分析中用 S 代替资本供给

弹性 。
（三）资本市场

由于资本自由流动，n个地区完全相同，储蓄函数仅仅是 的函数，没有地区差异，
因此市场出清条件为：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运用地区对称性，即 it t 和 ik S( ) ，得出：

1

( )
n

i
i
k n s 



  （4）

0
[1 ( )]i

T
t n f S





  
    

（5）

① 当然也可以假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分享租金，本文参照 Keen and Kotsogiannis（2002）与

汤玉刚、苑程浩（2010）的做法，只考虑地方政府提取租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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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坏”公共物品——污染

借鉴 Eichner和 Runkel（2012）与 Ogawa 和Wildasin（2009）模型的假设，在 i地区
每单位的资本消耗都会在本地区产生 0  单位的污染排放量，在 j地区产生 单位的污
染排放量（j ｛1,…,n｝且 j ≠i）。 [0,1]  反映了地区间的污染溢出程度。

i地区总污染水平为：
n

i i j
j i

e k k 


    （9）

对（9）式求导，并代入前文得出的结论，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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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从（8）式和（12）式可看出，当资本供给弹性严格为正时，即 ( ) 0S   ，本地区征

税努力度的上升会降低总的投资水平，减少全社会总的污染排放量。当 ( ) 0S   ，即资

本供给刚性时，一个地区征税努力度的改变不会对总的投资水平与总的污染排放量产生

影响。

观察（7）式发现，无论在什么条件下，i地区税收征收努力度的上升都会使 j地区的

资本投资量增加，原因在于随着 i地区税收征收努力度的上升会使 i地区的资本外流。
对（11）式分情况讨论，当资本供给弹性为 0时（ ( ) 0S   ），若 [0,1)  ，即地区间

污染的负外部性不可能完全溢出，则 i地区税收征收努力度的上升会使其他地区的资本投

资量和污染量都增加；若污染的负外部性是完全溢出的，即= 1，则 j地区的资本投资量
会增加，但污染量不会发生变化。当资本供给弹性 ( ) 0S   ，若= 0，即不存在污染的外

溢效应时，i地区税收征收努力度的增加虽然会使 j地区的污染排放增加；如果污染的负外

部性是完全溢出的，即= 1，i地区税收征收努力度的增加减少 j地区的污染量。如果地
区间的污染溢出严格为正，但不等于 1（ (0,1)  ），则 i地区税收征收努力度的增加会使

j地区的资本投资量增加，但对 j地区的污染排放量的影响却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i

地区税收征收努力度的增加会使 j地区的资本投资量增加，从而使 j地区的污染排放量增

加；另一方面，i地区税收征收努力度的上升使得 i地区的投资量和污染量都减小了，污染
溢出效应的存在（ (0,1)  ）会使 j地区的污染量也降低。此时 j地区污染量是否增加或

减小取决于这种外部性对 j地区带来的污染量的降低与由于资本量上升带来的污染排放量
的直接上升的大小关系。从（6）式和（10）式可看出，当 [0,1]  ，且 ( ) 0S   时，i地



34

区税收征收努力度 it 的上升会减小该地的资本投资量，进而减少污染排放量。而当= 1且

( ) 0S   时，i地区 it 的增加会使 ik 降低，但对污染量 ie 没有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

本地自身产生的污染减少了，但其他地区资本投资量的增加，会使其他地区污染排放量有

所上升，由于污染在地区间的溢出效应是完全的（即= 1），所以会带来 i地区污染排放
量等额的上升，正负两种作用相互抵消，最终 i地区污染排放量没有发生变化。
（五）政府决策

如前文所述，我国的整个税制可抽象为一个税收比例分成体制，本文假定地方分成的

比例为 （ (0,1)），则中央分成比例为(1- )。i地区的政府通过选择提取租金的比例 i
和税收征收努力度 it 来最大化当地居民的效用函数（3）式。

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为：

i i i i ig Tt k     （13）

全国性公共品 G在各个地区是均分的，即：

1

1
(1 )

n

i i
i

G Tt k
n




  
（14）

每个地区把其他地区的政策变量作为给定的已知变量，由于 n个地区是完全相同的，
对称均衡情形下 *

it t ， *
i  ，推出：

0i

i

u






（15）

(1 )
( 1)j j j j j

j j g j j j G i i j e
i i i i i i i

u k k k eTk T t k t k n t
t t t t n t t t

       
         

                             

（16）

由（15）、（16）式可推出，地方政府提取租金的比例 * 是有效的，不存在帕累托改进；
而征税努力度存在外部溢出作用，一方面当 i地区提高该地的税收征收努力度时，资本会
向 j地区流动，因此 j地区公共物品的提供会增加，带来了正的外部作用；另一方面，随
着 i地区税收征收努力度的提高，资本向 j地区流动，会改变 j地区的污染排放情况，带来
负的外部作用，因此征税努力度对效用函数的影响需要分情况讨论。

总结以上理论模型，本文得出如下三个命题：

命题 1：在包含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模型中，一个地区地方政府降低税收征收努力

程度的确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本地，但同时也会增加该地区的污染排放量。同样，若一

个地区提高其税收征收努力度，则会使资本流入到税收征收努力度低的地区。

命题 2：当污染存在溢出效应，即 (0,1)  时，在短期资本供给无弹性时，一个地区

税收征收努力程度的上升会使其他地区的污染排放量上升；而在长期资本供给有弹性的情

况下，一个地区税收征收努力程度的改变对其他地区污染排放的影响则取决于两个因素：

资本流动的多少与本地区对其他地区污染负外部性的大小。

命题 3：在其他地区税收征收努力度不变的情况下，若某地方政府提高其税收征收努

力程度，会减少全社会的总投资水平，降低总的污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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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的理论模型，本文需构建以下计量模型。旨在检验地方政府税收征收努力度

对本地和其他地区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形式设定如下：

2 2it it wit i it i ite t t X             
其中 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 i 为不可观测的地区特征， it 是残差项，反映其他可

能起作用但没有被模型捕获的因素。

ite 是被解释变量，代表 i城市 t年的的污染程度，本文采用不同的指标从不同的角度

对其进行衡量。本文理论模型中实际税率=名义税率*征收努力，而名义税率是中央政府给
定的，因此在实证中，本文用实际税率来刻画地方政府的税收征收努力度， itt 为 i城市 t
年的实际税率， _ itt w 为其他城市的加权实际税率，系数1和2分别代表本地实际税率、

其他地区加权的实际税率对本地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 itX 是一组影响污染排放量的控制

变量，包括财政分权（fd）、人均外商直接投资（lnp_fdi）、人均 GDP（p_gdp）、产业结构
（lnstruc）、对外贸易依存度（lnopen）。
（二）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污染排放指标 ite ，参照 Jia（2013）等人的做法，本文选取工

业废水、工业 SO2、工业烟尘三种污染物的排放量来分别测度一个地区的污染程度。核心

解释变量为地区的实际税率，用各地财政收入中扣除专项收入（排污费收入等）、其他收

入（利息收入等）、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后的各项税收收入除以地区 GDP计算所得。一个地

区的污染排放量不仅受到本地实际税率的影响，与其他地区的实际税率变动也密不可分。
①为衡量这一税率外部性，模型借鉴汪冲（2011）的做法构建了其他地区实际税率的空间

加权项，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_
n

it it j
j i

t w w t


  ，其中 1
n

it
j i
w




本文将根据其他城市经济规模的相对差异赋予它们不同的权重，记为 pgdp

ijw ，t_w_pgdp

即为按人均 GDP（p_gdp）加权的税率。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pgdp
ij n

k i k

pgdpjw
pgdp




除了实际税率以外，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地区污染排放水平，如宏观经济发展情况、

财政分权等。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1）人均外商直接投资（lnp_fdi）；（2）人均

GDP（p_gdp），反映宏观经济发展情况；（3）产业结构（lnstruc），即第二产业 GDP占地

区总 GDP的比重；（4）财政分权（fd），反映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的大小，目前已有财政
分权的度量有很多种形式，基于本文研究目的，本文采用吴群、李永乐（2010）的分权指

标，即 fd（财政分权指标）=各地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

（5）对外贸易依存度（lnopen），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本文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将

① 如前文所述，一个地区地方政府税收征收努力度的改变会引起各地区投资量的改变，进而影响本地与

其他地区污染排放水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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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市历年进出口总额按照当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换算，用进出口额 GDP占比衡量贸

易依存度。

（三）估计方法说明

本文的研究样本相对时期较短，但单位数较多，属于典型的大 N小 T 样本，因此采

用系统 GMM估计方法。系统 GMM方法能够同时利用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信息增强差

分估计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通过增加原始水平值的回归方程来弥补仅仅使用回归差分方

程的不足和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可避免模型中异方差和自相关性的干扰，也不需要正态

分布的假设，在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系统 GMM估计一般还需要进行两个检验：对差分方程的随机误差项进行二阶序列相

关性检验；用 Hansen（或 Sargan）检验对所使用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四）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选取 2003年至 201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为样本。各地税收收入数据来源于《全

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 CEIC数据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及各地级市历年的统计公报。在剔除缺失严重的

样本后，得到 8年，271个地级市，①
共计 2168个观测值。文中涉及到的变量、符号及其

简单统计描述，如表 1所示：

表 1变量、符号及其简单统计

变量 符号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业废水（亿吨）

工业废气 SO2（十万吨）

工业烟尘排放（十万吨）

相对污染排放指标 1（%）

相对污染排放指标 2（%）

实际税率（%）

其他城市加权税率 1

其他城市加权税率 2

人均 FDI（美元）

人均 GDP（万元/人）

产业结构（%）

财政分权

对外贸易依存度（%）

e_water

e_so2

e_smoke

e_gdp

e_pop

t

t_w_pgdp

t_w_pop

lnp_fdi

p_gdp

lnstruc

fd

lnopen

2168

2168

2168

2168

2168

2168

2168

2168

2168

2168

2168

2168

2168

0.8192

0.6466

0.2579

1

1

0.0409

0.0484

0.0425

5.6381

2.0976

-0.7577

0 .6034

-2.4865

1.0939

0.6435

0.2531

0.9052

0.9268

0.0201

0.0063

0.0062

1.6776

1.8236

0.2468

0 .4153

1.4533

0.0017

0.0001

0.0003

0.0075

0.0105

0.0035

0.0382

0.0326

-0.2593

0.2390

-1.8525

0 .1572

-7.2934

9.126

7.108

2.5030

12.9608

9.0603

0.1659

0.0585

0.0527

11.0266

17.3461

-0.1517

3.4707

1.5307

注：变量符号前加“ln”表示对变量进行了对数变换。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工业废水、工业废气（SO2）、工业烟尘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估计了实

际税率对污染排放量的影响。表 2报告了基于我国 2003-2010年 27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① 由于一些地区数据信息缺失严重，本文剔除了拉萨、钦州、嘉峪关、金昌、白银、天水、武威、张掖、

平凉、庆阳、定西、陇南、吴忠、固原、中卫、克拉玛依 16个地级市，因此还剩 271个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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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GMM回归方法的估计结果。所有估计结果的二阶差分序列 Arellano-bond检验结果表

明拒绝二阶序列相关假设，说明不存在高阶序列相关性。从 Hansen检验的结果来看，工

具变量是稳健、有效的。外生性检验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

表 2中估计（1）-（2）的被解释变量是工业废水，（3）-（4）被解释变量是工业二氧

化硫，（5）-（6）列被解释变量是工业烟尘排放量。从（1）、（3）、（5）结果可见，当地的

实际税率对当地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且地方政府实际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

点，会使工业废水排放减少 9.42378亿吨，SO2排放减少 114.982万吨，烟尘排放降低 42.5066

万吨。在估计（2）、（4）、（6）中引入其他城市的实际税率的空间加权项后，发现本地实

际税率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未发生变化。而其他地区的按人均 GDP加权的

实际税率对当地工业废水、SO2、烟尘排放的影响均是显著为正的。这说明本地实际税率

的上升会降低当地的污染排放，而其他地区的加权实际税率上升会加重本地的污染程度。

这与本文理论模型得出的命题 1、命题 2相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一个地区实际税率的变

动会带来资本在各地区的重新分配，实际税率上升，导致资本外流，进而使本地排放的污

染排减小，而其他地区由于资本的流入带来了更多的污染。观察估计（2）、（4）、（6）中 t
与 t_w_pgdp的系数发现，t_w_pgdp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污水排放增加 8.93791亿吨，

SO2排放增加 101.128万吨，烟尘排放增加 28.9999万吨。除了以污水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

计（2）外，在（4）、（6）估计中本地实际税率对本地污染水平的影响系数大于其他地区

的加权实际税率。这说明若各地区的实际税率均等量上升，SO2和烟尘的总排放量会降低，

而废水排放量会略有上升。在给定的市场水平下，为了在“标尺竞争”中胜出，面临政治

激励的地方官员会做出理性的反应---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提升当地的 GDP水平。然而，

一般认为吸引资本流入的唯一方式是竞相降低税率（Oates，1972），在我国则是竞相降低

征税努力。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以低征收努力带来的资本流入

只能获得短期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会依赖于这种短期的发展方式的原因是什么？统

计我国 2003年至 2011年官员任期数据发现，省长平均任期只有 3.848年，省委书记平均

任期也只有 4.236年。在这么短的任期内，地方官员不做“功不在当任”的事，官员行为

短期化，严重扭曲了征税努力度，环境污染愈演愈烈。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除估计（2）以外，在其他估计中人均 FDI对废水、SO2、

烟尘排放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自改革开放以来，FDI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主要

驱动因素。近年来，已有不少国内外的学者对中国是否已成为跨国企业的“污染避难所”

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FDI的引

入对改善我国的环境污染是有利的，可能的原因在于 FDI倾向于使用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

和污染排放系统，由于技术外溢效应，会促进投资地区的技术进步，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出

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量。产业结构对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第二产业与

废水、SO2、烟尘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在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偏好发展重化工业，

重化工业的高增长依赖于要素的大量投入，从而造成高能耗和高排放的局面。由此看来调

整现有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必要。财政分权指标的系数均为正，且大部

分估计都是显著的，这说明财政分权与废水、SO2、烟尘排放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中

国式的财政分权是政治上的集权、经济上的分权，地方政府在现有的分权体制与激励体制

下，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更乐于发展经济，而忽略环境问题，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

取经济的增长。除估计（3）与估计（6）以外，其他估计中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废水、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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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尘的排放显著正相关。可能的原因在于：国际贸易通过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溢出”

作用，通过规模效应比例性地增长了污染物的排放（何洁，2010）。人均 GDP对废水、SO2

及烟尘的排放的影响均是正向的，但并不显著。

表 2实际税率与污染

解释变量

因变量：

e_water

因变量：

e_water

因变量：

e_so2

因变量：

e_so2

因变量：

e_smoke

因变量：

e_smoke

(1) (2) (3) (4) (5) (6)

t

t_w_pgdp

lnp_fdi

p_gdp

lnstruc

fd

lnopen

c

-9.4237**

(-2.30)

-0.0491**

(-2.09)

0.0845**

(2.41)

0.6192***

(3.71)

0.1001

(0.43)

0.2339***

(8.68)

2.2955***

(12.70)

-6.9659*

(-1.80)

8.9379*

(1.66)

-0.0953

(-1.12)

0.0202

(0.48)

0.2782

(0.68)

0.4296

(0.87)

0.1472**

(2.04)

1.3886**

(2.06)

-8.6691*

(-1.67)

-0.1554**

(-2.44)

0.0122

(0.30)

0.8391*

(1.66)

0.9623**

(2.04)

0.0450

(0.72)

2.0212***

(2.71)

-11.4982*

(-1.80)

10.1128***

(2.81)

-0.1014**

(-2.02)

0.0125

(0.27)

0.0352

(0.17)

0.7532**

(2.28)

0.1252***

(2.57)

1.0026***

(2.93)

-2.9575**

(-2.30)

-0.0859***

(-3.55)

0.0122

(0.93)

0.1452

(1.00)

0.2568

(-4.22)

0.0476**

(2.10)

0.8865***

(4.58)

-4.2506*

(-1.75)

2.8999*

(1.61)

-0.1724***

(-4.62)

0.0119

(0.87)

0.4555**

(2.15)

0.2535

(1.45)

-0.0295

(-1.14)

1.3610***

(4.11)

AR(1)

AR(2)

Hansen-test

外生性检验

样本数

0.000

0.227

0.102

0.410

2168

0.183

0.717

0.772

0.990

2168

0.049

0.511

0.474

0.986

2168

0.061

0.334

0.330

0.554

2168

0.104

0.117

0.650

0.396

2168

0.016

0.138

0.826

0.746

2168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1%，5%和 10%，括号中为 z值。外生性检验报告的是 GMM

的 Hansen test excluding group卡方检验的 p值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一）污染指标的选取

由表 2的分析看出，一些因素对不同的污染物会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为增加研究的稳

健性，本文构建一个相对污染指标，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对各地污染排放情况与税收征收努

力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借鉴朱平芳等（2011）的做法构造了相对污染指标，首先

计算城市 i第 k种污染物的相对排放水平：

2, 1( ), 2( ), 3( )
1

ikt
ikt water so snoke

n
j jkt

exe k emission emission emission
ex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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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ktex 表示城市 i在 t年第 k种污染物排放量占 GDP的比重， ikte 的数值越大表示城
市 i第 k种污染物的排放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越高。因为 ikte 是无量纲变量，所以可进行加总

求平均，如下：

1 2 3

1
( )

3it i t i t i te e e e  

由此得到相对污染排放指标 e_gdp。由于人口越密集，人类活动越频繁，产生的污染

排放量也就越多。为削弱人口规模对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按照此计算方法本文还引入了

人均污染相对排放量对污染进行衡量，得到人均相对污染排放指标 e_pop①。具体估计结果

如表 3所示。

表 3稳健性检验结果（一）

解释变量

因变量：e_gdp 因变量：e_gdp 因变量：e_pop 因变量：e_pop

(7) (8) (9) (10)

t

t_w_pgdp

lnp_fdi

p_gdp

lnstruc

fd

lnopen

c

-2.4858**

(-2.07)

-0.159***

(-4.89)

0.0396***

(3.93)

0.4954**

(2.04)

0.1865*

(1.73)

-0.129***

(-3.49)

1.8133***

(6.82)

-18.0082***

(-5.41)

14.6915***

(4.37)

-0.0933**

(-2.45)

-0.0181

(-0.48)

0.5639***

(2.77)

1.7489***

(7.11)

-0.2213***

(-4.88)

0.3874***

(1.20)

-15.7732***

(-5.11)

-0.0425

(-0.54)

0.1306***

(5.11)

0.2253

(0.49)

0.4986**

(2.26)

-0.0056

(-0.08)

1.4638***

(3.10)

-15.7669***

(-5.70)

7.7252***

(2.75)

-0.1118**

(-2.37)

0.0143

(0.36)

0.9647***

(4.14)

1.7635***

(9.93)

-0.1061***

(-2.72)

1.2509***

(3.54)

AR(1)

AR(2)

Hansen-test

外生性检验

样本数

0.059

0.623

0.302

0.555

2168

0.067

0.176

0.441

0.374

2168

0.011

0.680

0.352

0.917

2168

0.008

0.991

0.659

0.359

2168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1%，5%和 10%，括号中为 z值。外生性检验报告的是 GMM

的 Hansen test excluding group卡方检验的 p值结果。

①此处 e_pop的计算公式与 e_gdp的计算一样，均为
1

ikt
ikt

n
j jkt

exe
ex

n




， 1 2 3

1
( )

3it i t i t i te e e e   ，只是这里

的 iktex 表示的是城市 i在 t年第 k种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而非 GDP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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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发现，表 3中各指标的显著性与表 2相比有所提升，除对外贸易依存度外，各个

解释变量的符号均未发生变化，并通过了序列相关性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与外生性检验。

实际税率与当地相对污染排放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其他地区加权的实际税率与

当地污染显著正相关，且本地实际税率的影响系数要大于其他地区加权实际税率的影响系

数。这说明若各地区均适当的提高其实际税率，会使总污染水平下降，
①
符合本文理论模

型中得出的命题 3结论。如前文所述，在我国名义税率是由中央制定的，地方政府仅仅拥

有非常有限的不完全税权（征管权），因而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的策

略性工具变为“税收征收努力度”，地方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税收优惠政策（汤玉

刚等，2010）。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我国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主要以 GDP考核

为主，地方官员之间围绕 GDP增长而进行“晋升锦标赛”或“标尺竞争”，而晋升锦标赛

本身可以将地方官员置于强有力的激励之下，产生了一系列的扭曲性后果（周黎安，2007）。

为了争夺稀缺的流动性资本，地方官员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采取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来

吸引国内外投资，产生一种“逐底竞次”型的无效均衡，这种“中国式分权体制与官员晋

升体制”下的政府税收征收行为是导致中国环境问题越演越烈的根本因素。

表 3控制变量中人均 FDI、产业结构、财政分权指标系数均未发生变化。人均 GDP

对相对污染指标的影响有正有负，并不一致。目前已有大量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环

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总结众多学者的成

果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可能是倒 U型的，也可能是线型、U型、N型或倒 N

型（张成等，2011）。这说明人均 GDP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由于经济

增长在本文中只是作为控制变量，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以没有进行更深一步的分

析。值得注意的是，表 3中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系数变为负数，且除估计（12）外，其他

估计都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在于出口企业所面临的激烈的市场竞争

是促进污染治理技术进步的积极因素，进口机器和设备又为一些战略性重工业的发展提

供了便利，减少了这些重工业发展导致的污染增加，同时技术的进口提高了我国污染治

理的技术水平（何洁，2010）。因此，当选取不同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由于考虑的

角度不同，对外贸易依存度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影响。从污染的综合指标来看，对外贸易

是有利的因素。

（二）实际税率指标的变化

前文中其他地区的空间加权的实际税率是以人均 GDP为空间加权矩阵。由于权重矩

阵的确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定义了一个按人口加

权的空间权重矩阵对除本地以外其他地区的实际税率进行了加权，得到变量 t_w_pop。为
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用 t_w_pop进行系统的分析。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中各变量的显著性与符号与表 2、表 3中基本一致，未因空间权重矩阵设置的不

同而出现显著的改变，并通过了所有检验，说明本文估计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①所有地区实际税率均提高一单位，会使 e_gdp下降 3.3167单位，e_pop下降 8.04164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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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稳健性检验结果（二）

解释变量

因变量：

e_water

因变量：

e_so2

因变量：

e_smoke

因变量：

e_gdp

因变量：

e_pop

(11) (12) （13） （14） （15）

t

t_w_pop

lnp_fdi

p_gdp

lnstruc

fd

lnopen

c

-35.9000***

(-4.28)

27.8168***

(3.63)

-0.1369***

(-4.40)

0.1086***

(2.64)

0.3434

(1.41)

0.3865

(1.30)

0.3080***

(6.84)

2.4447***

(9.34)

-30.4146***

(-5.91)

29.5785***

(4.66)

-0.5696***

(-8.06)

0.1214***

(3.54)

1.2802***

(8.36)

2.0364***

(7.63)

0.1566***

(4.61)

3.7224***

(13.91)

-9.8771**

(-2.09)

1.1468

(0.13)

-0.1848*

(-1.87)

0.0506*

(1.89)

0.5452**

(2.04)

0.5716*

(1.79)

0.0064

(0.13)

1.6344***

(3.41)

-19.733***

(-5.54)

17.7960***

(4.06)

-0.1163***

(-2.88)

-0.0196

(-0.49)

0.5006**

(2.36)

1.8128***

(6.62)

-0.1887***

(-3.99)

0.5322

(1.62)

-16.047***

(-5.76)

9.3516***

(2.71)

-0.1229**

(-2.55)

0.0085

(0.21)

0.9224***

(3.94)

1.7929***

(9.74)

-0.0912**

(-2.32)

1.2942***

(3.67)

AR(1)

AR(2)

Hansen-test

外生性检验

样本数

0.000

0.322

0.435

0.955

2168

0.000

0.742

0.240

0.998

2168

0.062

0.637

0.633

0.602

2168

0.056

0.175

0.471

0.447

2168

0.007

0.990

0.678

0.436

2168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1%，5%和 10%，括号中为 z值。外生性检验报告的是 GMM

的 Hansen test excluding group卡方检验的 p值结果。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 K-K（2002）的基础上，借鉴 O-W（2009）与 E-R（2012）的研究思路，构建

了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四个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在中国特

有体制下，地方政府税收征收行为对当地投资水平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

为分析中国环境污染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同时提出以下三个命题：（1）在包含中央、

地方两级政府的模型中，一个地区地方政府降低税收征收努力程度的确会吸引更多的资本

流入本地，但同时也会增加该地区的污染排放量。同样，若一个地区提高其税收征收努力

度，则会使资本流入到税收征收努力度低的地区。（2）当污染存在溢出效应，在短期资本

供给无弹性时，一个地区税收征收努力程度的上升会使其他地区的污染排放量上升；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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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资本供给有弹性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税收征收努力程度的改变对其他地区污染排放的

影响则取决于两个因素：资本流动的多少与本地区对其他地区污染负外部性的大小。（3）在

其他地区税收征收努力度不变的情况下，若某地方政府提高其税收征收努力程度，会减少

全社会的总投资水平，降低总的污染排放量。结合 2003年至 2010年我国 271个地级市层

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表明：若所有地区均适当的提高其实际税率，会降低总

污染排放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的提高有利于污染的减排，而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的上升对

污染减排是不利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与人均 GDP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会由因变量取值的不

同发生变化，具体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采用不同的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时，结

论依然成立。

在 1994年全面实施财政分权的改革后，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走的是一种由地方政府

推动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毫无疑问，一个地区的投资越多，能源消耗量就会越大，

带来的废水、废气等污染的排放量也会越多。一般来说，投资水平取决于各地的实际税率，

吸引资本流入的主要方式是竞相降低税率（Oates，1972）。在中国现行的地方政府无权制

定税率的体制下，投资水平更确切的说是取决于地方政府主观的税收征收努力程度，即该

地区实际运用其税收能力获取收入的能力（胡祖栓等，2013）。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政治

上的集权、财政上的分权，中央政府依据各地的 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量进行奖惩，收入

增长速度越快、增量越大，地方政府获得的财力就越多。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

有任免权，在决定地方政府官员升迁时 GDP是关键政绩考核指标，在政治晋升和促进地

区经济增长的目标诉求下，为了在“GDP锦标赛”中取得优胜，地方政府自然会选择以

GDP增长为首要目标的发展方式，放松对污染产业的管制，通过税收等手段展开争项目、

拼招商等一系列引资竞争。诚然，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行为大大推动了中国

的经济增长，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进程，提高了当地的 GDP水平（Qian 和 Roland，1998），

并大大提高了官员的晋升机率（Li 和 Zhou，2005）。但是，地方政府围绕流动资本展开的

竞争会造成一种“逐底竞争”型的无效率均衡---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税收征收努力度、提供

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流入本地，使地方的实际税率低于最优水平。这种竞赛背后

的代价就是使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降低社会福利，同时带来更多的污染排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目前我国这种“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体制下，“自上而

下”标尺竞争格局中以 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使地方政府具有降低税收征收努力度为

手段来争取投资的动机。地方分权给予地方官员通过快速发展本地经济而让自身在地区间

政治与财政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极大激励，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博弈工具在地方招商引资中的

作用被不断放大，造成高名义税率、低征管效率的局面，由此引发的盲目攀比和恶性竞争

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与环境的极度恶化。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行为导致了为增

长而污染的现象，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导致了政府引致型的污染。

本文的研究结论告诉我们：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体制下，减少污染排放，从

根本上改变环境污染现状的关键可能并不仅仅限于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与污染治理投资

额的增加。当前，降低污染排放量，提升环境质量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革现有的

财政体制，将污染控制纳入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中，实施更为科学的相对绩效评估，逐步

减轻 GDP在考核地方官员绩效时的权重；适当平衡地方上的财权与事权，减弱地方政府

间的恶性投资竞争；研究征收环境税、碳税等，实行更严格的环保制度，建立市场化的减

排激励，推进排污权交易制度，形成地区之间的减排合作机制。同时，建立公共监督体系，

让市民有更多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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